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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
中国海洋公共外交

陈　 杰１

（１．中山大学，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００）

摘要： 建设海洋强国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公共外交提供助力。 中国海洋公共外交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阐释中国海洋战

略、讲好海洋合作故事、扩大蓝色朋友圈、传播传统海洋文化、提升蓝色软实力为使命。 中国的

政府部门、沿海城市、中央企业、主流媒体以及智库机构普遍具有政治可靠性高、易于统筹协调

的特点，因此可重点发挥其优势，形成“五位一体”的海洋公共外交主体布局，协力讲好海洋领

域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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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第 １ 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海

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①。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

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建设海洋强国”体现着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抱负的

话，那么，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则体现着中

国基于丝路精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

怀。 两者构成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而海洋是

它们共同的载体和纽带。
目前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都存在较

大的提升空间，如我国海洋战略和海洋命运共

同体思想需要在全世界更大范围内进行阐发，
蓝色伙伴关系需要拓展广度和深度，中国在海

洋领土问题上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有些国家对

中国海洋战略蓄意误读甚至刻意“污名化”。 公

共外交在提升国家形象、消解污名、拓展伙伴关

系以及建立互信等方面可发挥政府外交所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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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独特优势。 “海洋问题的多样化、敏感性和

复杂性增加了各国应对海洋事务的难度……单

靠政府间的对话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这就使得

海洋公共外交成为未来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方

向之一。”①但是，海洋公共外交在助力中国海洋

强国建设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
重点依赖哪些主体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都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海洋公共外交的概念

从逻辑层面来看，海洋公共外交是海洋外

交（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与公共外交（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
ｐｌｏｍａｃｙ）的交集，具体来说，是海洋外交中以公

共外交手段开展的那一部分，或公共外交中事

关海洋议题的那一部分。 海洋公共外交的命名

既与智库公共外交、企业公共外交、城市公共外

交等以公共外交行为体命名不同，也与文化外

交、宗教外交、旅游外交、体育外交等以具体领

域命名不同，它是一种议题型的公共外交，即海

洋是公共外交实践所围绕的议题，而海洋议题

又牵涉经济、军事、旅游、文化等多个领域。 就

好比在探讨中国的海洋战略时，可将其看作是

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多领域的综

合战略体系。②

目前国内外对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已较为

丰富，普遍接受公共外交主体的多元特征，公共

外交行为体从单纯的政府主体扩展到媒体、智
库、社会组织、企业甚至是个人在内的多元行为

体，这也构成了传统公共外交与新公共外交的

重要分野。 相比之下，国内对海洋外交的理论

研究尚较为滞后，导致对海洋公共外交的认识

和研究也就显得更加不足③，无法指导中国海洋

公共外交的实践。 譬如，在一些学者看来，海洋

外交主要是一种政府外交，地方政府、大型海运

公司、港口物流公司等在内的非专职外交行为

体或非官方行为体不构成海洋外交的主体。④

否认海洋外交主体的多元性，相当于自我捆绑，
不利于为包括海洋公共外交在内的中国海洋外

交实践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和更多的想象空

间。 再如，有学者指出，海洋外交按照强制性高

低和社会属性差异，可分为炮舰外交、海军外

交、海洋法律外交、海上合作外交和涉海民间外

交五种实践形式。⑤ 这一分类指出涉海民间外

交是海洋外交的一种形式，然而，民间外交也只

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并非公共外交的全部，因
为公共外交“涵盖‘政府对政府外交’以外的各

种对话方式，包括双方或多方的官方—民间或

民间—民间的各种直接交流”⑥。 涉海民间外交

作为一种单纯的民间对民间的外交行为，仅构

成海洋公共外交的一个侧面。 此外，海军外交

和海上合作外交也都承担着一些公共外交的职

能。 以前者为例，中国“郑和”号训练舰在 ２０１２
年沿着当年郑和的航迹先后到访 １４ 个国家的

港口，传播“和谐海洋”理念，就是一次系统的公

共外交实践；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历次“和
谐使命” 任务亦构成一次次生动的公共外交

实践。
迄今为止，国外学界虽没有明确区分或命

名海洋公共外交，但对其开展的大量相关探索

实际上是存在的。 这些相关探索通常涵括在两

类研究中。 一类是在“海洋外交”研究或“海洋

环境外交”“海洋科学外交”“海洋教育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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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鹏：“中国开展海洋公共外交的和平路径”，《公共外交

季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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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缺少学理分析，如对海洋公共外交在海洋外交中的定位缺乏

清晰描述，对海洋公共外交的定义几乎没有涉及，对公共外交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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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领域研究中将公共外交视作实施手段。① 另

一类研究虽也没有直接使用海洋公共外交的整

体概念，但类似的概念，如“合作性海洋外交”或
“海洋软实力外交”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

公共外交。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

里斯蒂安·勒米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ｅ Ｍｉèｒｅ）是这类

研究的典型代表，其著作《２１ 世纪的海洋外交：
动因和挑战》将海洋外交分为“合作性海洋外

交”（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劝服性

海洋外交” （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和

“ 强 制 性 海 洋 外 交 ” （ 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三类。 其中，“合作性海洋外交”既包

括访问港口、联合海上演习或训练、海上人道主

义援助和救灾，也包括海洋领域的教育项目、个
人访问和合作办会等形式，“这些活动在本质上

是赢得人心的尝试”，“合作性海洋外交事件都

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 每个事件都在寻求建

立影响力、联盟或信任。 合作性海洋外交的目

的不是欺凌、威慑或强迫，也不是强行说服，相
反，它通过吸引、同化和激励等手段来诱使其他

政府合作或令其安心”。② 因此，除联演联训外，
“合作性海洋外交”的主体就是海洋公共外交。
而“劝服性海洋外交”，其目标是“提高对一国海

上或总体实力的认识，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建

立声誉”，它“不针对特定的接受者，也不是为了

让潜在的对手感到恐惧”，而是“说服其他人，使
其相信自己的海军（或广义的军事力量）是存在

的和有效的”。③ 显然，“劝服性海洋外交”与公

共外交也有较大程度的重叠。 此外，印尼穆罕

马迪亚大学学者纳贾穆丁·哈鲁尔·里亚尔

（Ｎａｊａｍｕｄｄｉｎ Ｋｈａｉｒｕｒ Ｒｉｊａｌ）在克里斯蒂安·勒

米尔的基础上研究了“合作性外交”、“劝服性外

交”代表的软性模式与“强制性外交”代表的硬

性模式的融合，提出了 “海洋巧外交” （ ｓｍａｒ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的概念④；美国佐治亚南方

大学学者纳兰达·罗伊（Ｎａｌａｎｄａ Ｒｏｙ）以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做法为例提出“魅力外交”概念，
指出“魅力外交”的目的是“为了赢得邻国信

任”。⑤ 因此，无论是“通过吸引、同化和激励等

手段来诱使其他政府合作或令其安心”的“合作

性海洋外交”，还是“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建立

声誉”的“劝服性海洋外交”，以及“为了赢得邻

国信任”的“魅力外交”，都与公共外交的旨归趋

于一致，那就是“吸引人、鼓舞人、说服人、打动

人”⑥。
虽然从国内外已有的对海洋外交的研究中

均难以找到对海洋公共外交概念的现成界定，
但是，随着海洋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上升，
以及出于对公共外交对一国海洋战略实施重要

性的理解，有必要为海洋公共外交设置一个整

合性的界定。 当然，对海洋公共外交的概念界

定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便对于其上位概

念“公共外交”来说，其界定也因人而异、因时而

异，因学科不同而侧重点有所不同，诚如以色列

巴伊兰大学学者埃坦·吉尔博阿（Ｅｙｔａｎ Ｇｉｌｂｏａ）
所说，“学者和实践者们对公共外交使用了形形

色色的令人困惑、不完整甚或存在问题的定

义”⑦。 即便是 “公共外交” 概念提出者埃德

蒙·格利恩（Ｅｄｍｕｎｄ Ｇｕｌｌｉｏｎ）的定义，也存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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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Ｓｅａ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３８７－３９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Ｌｅ Ｍｉèｒ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ｐｐ．８－１１．

同②， ｐ．１２．
Ｎａｊａｍｕｄｄｉｎ Ｋｈａｉｒｕｒ Ｒｉｊａｌ， “Ｓｍａｒ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Ｄｉ⁃

ｐｌｏｍａｓｉ Ｍａｒｉｔｉ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Ｍｅｎｕｊｕ Ｐｏｒｏ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 Ｄｕｎｉａ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ａｉｒ． ａｃ． ｉｄ ／ ＪＧ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１０４９４ ／ ７１６０．

Ｎａｌａｎｄａ Ｒｏｙ，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Ｃｈａｒｍ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 ２，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５－２８．

赵可金等：“公共外交的目标及其实现”，《公共外交季

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７９ 页。
Ｅｙｔａｎ Ｇｉｌｂｏａ，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６１６， ２００８， ｐｐ．５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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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不足。①

本文尝试将海洋公共外交定义为：一国政

府或代表其利益的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促进国际海洋合作、引导涉海国际舆论

或提升海洋软实力而面向国外公众开展的信息

或观念传播活动的总和。 根据这一定义，海洋

公共外交的主体既可以是一国政府，也可以是

代表其利益的其他行为体，如城市、企业、媒体，
甚至是个体，这些行为体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可

称为“代理人”②，它们凭借“不同的能力、不同

的优势和未开发的潜力”在公共外交领域各具

影响。③ 行为体范围的扩大契合了外交平民化、
社会化的总体趋势，也符合新公共外交对行为

体多元化的要求。 海洋公共外交的目标对象则

是广义上的“国外公众”。 基于此，海洋公共外

交就存在“政府—＞民众”、“民众—＞民众”以及

“民众—＞政府”④这三条进路。 在实质方面，海
洋公共外交是“信息或观念的传播”，这构成公

共外交对国外公众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之一，
也正如 １９６５ 年埃德蒙·格利恩在爱德华·默

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所称的，公共

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念的流动”⑤。 在目标

方面，海洋公共外交既服务于“引导涉海国际舆

论、提升海洋软实力”，也通过“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促进国际海洋合作”服务于海洋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兼顾了国家海洋形象的构建需要

和国家海洋利益的实现需要⑥。 至于海洋公共

外交的具体手段，则因行为体和目标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

二、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和使命

一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和使命，常因意

识形态、国家整体实力、总体外交战略以及海洋

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而异，甚至与一国的

文化传统也有密切关系。 以美国海洋公共外交

为例，其目的是制造特定涉海舆论、培植当地亲

美势力、对他国公众施加政治影响进而对他国

政府涉海决策进行“战略性干预”⑦。 因此，美国

海洋公共外交中的对抗性思维以及干预性、功

利性特征异常明显。 而印度的海洋公共外交理

念则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显著的狭隘性。 “主
流分析人士的叙事话语是，印度正在东盟地区

建立深层次的战略联系，以抗衡中国在印度洋

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⑧相比之下，中国海洋

公共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

分，在理念和使命上必然有别于美、印等国。

２．１　 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应

邀参加中国海军成立 ７０ 周年海上阅兵庆典的

各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海洋孕育了生

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 我们人类居住的

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
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

危与共。”⑨由此，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

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念性公共产

品。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打破了某些西方国

家的霸权式海洋治理思维，有助于促进国际海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郑华：“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５－１４６ 页。
张萍：“政治传播过程中的公共外交：概念、范式与逻

辑”，《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１４６ 页。
Ｇｅｕｎ Ｌｅｅ ａｎｄ Ａｙｈａｎ Ｋａｄｉｒ， “Ｗｈｙ Ｄｏ Ｗｅ Ｎｅ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７ – ７７．

目前学界对“民众—＞政府”的公共外交进路讨论不多，
但这一进路在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 例如，招商局集团曾用中国

“蛇口经验”成功说服吉布提总统启动吉布提港口建设。 参见“西
方解决这问题说要用几百年 中国人不需要这么久”，人民日报海

外版官网，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ａｉｗａｉｎｅｔ．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８ ／
０９１０ ／ ｃ３５４１０８３－３１３９３３３２．ｈｔｍｌ。

“ 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ｏｒｇ ／ １．ｈｔｍ，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国内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

于国家形象的取向”，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参见莫盛凯：“中国公

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外交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５
页。

白续辉、陈惠珍：“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兴起及其对南海

问题的影响”，《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 页。
Ｇ． Ｐａｄｍａｊａ， “Ｍｏｄｉ’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５， ｐｐ．２５－４２．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７０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

方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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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秩序朝着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①

因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基于“互信、互
助、互利”原则②的互动型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
其中，互信是前提，互助是过程，互利作为结果，
同时也增进互信，从而形成良性的海洋交流合

作循环发展模式。 从具体路径来说，海洋命运

共同体构建需要对接各国海洋发展战略，把海

洋交流合作和海上互联互通落到实处。
当然，中国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是纯

粹为了与西方海洋治理观竞争而提出来的，它
是中国海洋观发展到新时代的必然，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直接反映，更深深

地植根于中国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 从

历史溯源来说，中国的海洋公共外交理念从一

开始就具有和平的特征，且一以贯之。 郑和下

西洋这一伟大的海洋公共外交实践就是明证。
从文化基因来说，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中

传承了天下情怀与友好互助精神。 如果说《汉
书·高帝记》中的“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展示

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情怀，那么《论语·颜渊》中
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孙子·九地》中的

“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则展示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互助精神。 习近平提

出的“太平洋足够大”的形象说法也正反映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特征。
因此，从根本上来讲，新时代中国海洋公共

外交要以服务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理

念遵循和最终价值旨归。 而海洋命运共同体对

“合作、一体化与和平”的鲜明诠释③，必然决定

了中国海洋公共外交在使命和手段方面需要具

有和平性、包容性与合作性的特征，在实施主体

方面需要走一条多元化和社会化之路。 在具体

实践中，中国海洋公共外交要服务于海洋强国

建设。 只有中国自身实现了海上和平崛起，其
提出的海洋治理理念和海洋合作倡议才会拥有

广泛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施的海洋互联互

通项目———无论是硬联通还是软联通项目———
才有可能发挥巨大的示范性和引领性，从而带

动全人类海洋事业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中国以海洋公共外交实践服务于海洋强国

建设构成倡导和通往海洋命运共同体之路上不

可跳过的行动路径。

２．２　 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使命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讲
好中国故事”；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

核心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

国”，它与政府外交“向世界宣传中国”形成协

力。 相应地，海洋公共外交的使命就是在海洋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在海洋领域讲好“中
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海洋观、海洋战略、
海洋理念和海洋倡议，以形成广泛共鸣和积极

回应，助力打造基于“互信、互助、互利”原则的

蓝色伙伴关系。
（１）阐释中国海洋战略，助力建立战略互信

不同于西方殖民性的海洋强国发展路径，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强调和谐与合作，是以建立

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战略导向的共赢型发展。④

但是，现实政治中，中国的海洋战略面临严峻的

国际舆论环境，有些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刻意

渲染“中国海洋威胁论”，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

海洋战略的认知。 如东海问题是日本炒作“中
国海洋威胁论”的抓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日本外务

省网站公开中国在东海开发天然气田的航拍照

片和地图，称中方在所谓日中东海“中间线”中
方一侧新建了十多座海洋作业平台，诬指中方

搞“单方面”资源开发，违反两国 ２００８ 年就“共
同开发”东海油气田达成的协议。 南海则成为

美国和一些主权声索国渲染“中国海洋霸权论”

８５

①

②

③

④

杨剑：“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太平

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４ 页。
在 ２０１９ 年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提出了深化海洋交流

合作需要“秉承互信、互助、互利的原则”。 参见“秉承互信互助互

利原则 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第 １ 版。

陈秀武：“东南亚海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与

进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５３ 页。

谢茜：“新中国 ７０ 年海洋强国建设”，《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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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工具。 美国甚至形成“领导人亲自表态，
高官直接推动，官僚具体操作，非官方献计献

策”的南海舆论宣传机制，意图通过持续的舆论

渲染强化中国“侵占者”形象，从而使国际社会

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加强防范。① 针对中国

提出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愿景，《华尔街

日报》的一篇文章称“北京想要在统治南中国海

的同时创造和谐的幻象”②。 在中国经略印度洋

方面，一些域外大国和域内国家有意强化对“中
国海洋威胁论”的话语传播③，把中国进入印度

洋刻意描画成“珍珠链战略”，称印度洋地区“被
蒙上了中国持续入侵的阴影”④，“如果印度不能

打造出与西至红海东至南中国海的战略边界相

匹配的能力，那么中国就会以咄咄逼人的‘珍珠

链战略’侵犯这一空间”。⑤ 而对于中国提出的

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有国外学者

称，“中国已证明其不会回避使用经济胁迫的手

段寻求利益，将经济投资作为潜在武器”。⑥

随着特朗普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

竞争对手”，以及当前中美关系滑入两国建交以

来的低谷，中国须直面美国政、媒、学三界对中

国海洋威胁的刻意渲染、对中国海洋战略的蓄

意抹黑。 可以料想，中美两国在全球海洋治理

领域的竞争将不断持续。 从中国角度，必须主

动向全世界说清楚中国海洋战略的和平性、防
御性、包容性特征，说清楚中国与历史上的海洋

霸权不同，走的是建设和平之海、和谐之海的道

路，以最大限度打消一些国家的疑虑和猜忌，助
力建立战略互信。

（２）讲好海洋合作故事，推动发展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⑦ 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不是口号，而需要不同国家之间对接海

洋发展战略，以在顶层设计层面为海洋合作提

供保障。⑧ 目前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海洋战略对

接和海上合作已初显成果。 如中国与泰国、马
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南
非等国已签署政府间海洋领域合作文件。 在具

体项目方面，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建设成效卓著，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和

汉班托塔港二期工程等项目有序推进，中荷海

上风电合作，中国与印尼、伊朗等海水淡化合作

项目也正在落实。 中国海洋公共外交应通过讲

述这些海洋合作的成功故事、描绘未来海洋合

作的愿景，推动中国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

多沿线国实现发展战略对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

家海洋局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

作设想》提出了海上合作的总体思路，其中包括

“加强与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战略对

接，全方位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⑨ 《“一带一

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不仅是中国描绘的合作

愿景，更包含了具体的行动设计，如通过实施一

批具有示范性、带动性的合作项目，在 ２５ 个细

分领域共建绿色发展、依海繁荣、安全保障、智
慧创新和合作治理之路。 然而，这一海上合作

设想尚未引起国外广泛关注。 因此，中国海洋

公共外交需将中国的系统化海上合作设想传递

给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努力增加其

国际显示度和认可度，争取把单方面的“设想”
转变为大家共同的关切、共同的行动。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忠林、侯天佐：“试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舆论宣传”，
《和平与发展》，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３５－３６ 页。

“Ｃｈｉｎａ ’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ｓｊ．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１４７１５６１５１６．

刘思伟：“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与重构”，《国
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９４ 页。

Ｃｈｉｎｍｏｙｅｅ Ｄａｓ， “ Ｉｎｄｉａ ’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２， Ｎｏ． 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２－５９．

Ｂｒｉｇ Ｎａｒｅｎｄｅｒ Ｋｕｍａｒ， “Ｉｎｄｉａ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ＶＩＩ， Ｎｏ．３，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ｉ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Ｉｎｄｉ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ｙ－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ｐｄｆ．

楼春豪：“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风险与挑战”，《印度洋

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 页。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北京）”，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５ 版。

翟崑：“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太平洋学

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０ 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一带一路”建设

海上合作设想》，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０６ ／ ２０ ／ ｃ＿１１２１１７６７９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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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促进理解蓝色伙伴关系，扩大蓝色朋友圈

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

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

主的国际合作关系”。① 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起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目前，伙伴关系已成为

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发表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强调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构建

伙伴关系等方面入手。② 同样，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形成也要从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入手。 基于对

此深刻理解，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首

次举办的海洋大会上正式提出“蓝色伙伴关系”
倡议。 与会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强调，没
有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顺畅、协调、高
效的伙伴关系，就无法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与养护。③ 而“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

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正是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ＳＤＧｓ）之十四。 当前，国际层面的海

洋垃圾伙伴关系（ＧＰＭＬ）、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

关系计划（ＰＥＭＳＥＡ）等都为相关具体领域的治

理提供了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案。④ “蓝色伙伴关

系”作为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倡议，其提

出尚不足 ３ 年。 期间，中国已与葡萄牙和塞舌

尔就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签署了政府间文件，
与 １２ 个小岛屿国家签署《平潭宣言》鼓励共同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与欧盟的蓝色伙伴关系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２０１７ 年，中欧双方共同举办“中国—欧盟蓝色

年”，２０１８ 年共同签署《在海洋领域建立蓝色伙

伴关系的宣言》，２０１９ 年共同举办首届“中国—
欧盟海洋蓝色伙伴关系论坛”。 虽然中国的蓝

色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整体

而言，对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的覆盖还

远远不够，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尚有

较大距离。 因此，促进全球各国尤其是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对蓝色伙伴关系的理解和

接受，激发这些国家加入蓝色“朋友圈”的愿望，
就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重要

任务。 通过海洋公共外交促进蓝色伙伴关系构

建也契合约瑟夫·奈提出的公共外交涉及“建
设长期关系以构建一个对政府政策有利的环

境”的观点。⑤

（４）传播传统海洋文化，传递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反映了中华民族

对海洋的传统认知，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价值精髓。 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中国人对海的

想象是“博大”与“包容”，是“和平”与“互助”。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中国与各民族的

商业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之路。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以“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宗

旨，为中国古时的海洋外交实践深深地打上了

和平烙印。 他“没有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没有

拓展一块疆土，没有带回一个奴隶，还为沿途国

家剿灭海盗，广播仁爱于友邦”，开创了海上和

平与友好往来的世界范例。⑥

中国的海洋公共外交既要将这些中国传统

海洋文化传播出去，更要讲清楚当前中国海洋

强国的重大部署、中国的全球海洋治理观与中

国传统海洋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

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

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⑦。 中国提出的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就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

“包容”、“和平”和“互助”精神，其提出反映了

中国面对当前全球海洋领域存在治理赤字、信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６８ 页。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的演讲（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日内瓦）”，《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促进全球海洋治理”，自然资源部官

网，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ｎｒ．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 ／ ｈｙ ／ ｌｈｇｋｃｘｆｚｈｙ ／
２０１７０７ ／ ｔ２０１７０７０５＿２１０２７３３．ｈｔｍｌ。

朱璇、贾宇：“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

考”，《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５４ 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Ｊ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６１６，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９４－１０９．

“吴胜利：构建和谐海洋，就应当让海洋远离战争”，中新

网，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９ ／ ０４－２１ ／ １６５５９７１．ｓｈｔｍｌ。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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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而展示出来的担当

意识，应该通过公共外交的手段传播出去。
（５）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升蓝色软实力

国家形象是 “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

产”①。 “良好的形象能产生信任和合作，有助于

建立联盟，为经济提供动力，从而为国家利益做

出贡献”。② 因此，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之间存

在密切关联。 国家形象的构建路径具有“他塑”
和“自塑”两种。 如果说“他塑”路径因外部变

量多而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话，那么“自塑”路
径则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海洋公共外交就是

一种主动而为的国家形象“自塑”路径。 通过树

立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尤其是良好的“海洋中

国”形象，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维护自己在海洋领

域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创造有利条件，另一

方面，可以为应对国际上某些国家对中国海洋

发展战略的“污名”论调做出直接贡献。
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方式，涉

海公共产品供给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有效路

径。 目前，中国在海洋领域已经打造了一系列不

同性质的公共产品。 如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

伴关系”是倡议类公共产品，覆盖阿拉伯海和孟

加拉湾等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环境预报

保障系统是信息类公共产品，中国军队在亚丁湾

护航是安全类公共产品，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则

属于经济类公共产品。 面向各国民间提供海洋

公共产品，其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外交，有助于“自
塑”中国在海洋领域的良好国家形象，从而“赢得

全球伙伴的尊重”③。 例如，中国海军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组建 ３１ 批护航编队在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为中外船舶执行护航任务

１１９０ 批次，将“危险海域”重新打造成“黄金航

道”④，“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反海盗伙伴眼中的海

上形象，而且有助于缓解人们对中国海军有朝

一日崛起后可能威胁到近海以外地区的海上繁

荣的担忧”，“提升了中国的‘蓝色软实力’”⑤。

三、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五位一体”
主体布局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是要实现人与

人之间在海洋问题上的“命运与共”以及人与海

洋之间的“和谐共生”，“意味着在海洋场域内的

一切存在都处于共存、共治与共享的关系互动

中”⑥。 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绝不只是

政府层面或政府间的事，而需要全人类、各国各

部门共同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

行动。⑦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关键自然也

在行动。 中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首倡国，
更要率先行动。 只有以不同的行为体为基点，
主动密织互学互鉴的国际交流网络和互利共赢

的国际合作网络，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方能

早日实现。 中国的海洋公共外交可以为这样的

国际交流网络和国际合作网络的形成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中国海洋公共外交众多行为体中，政府

部门、沿海城市、中央企业、主流媒体和智库机

构具有政治可靠性强、行动响应度高以及易于

统筹协调的特点，因此，可重点发挥它们的比较

优势，形成“五位一体”的主体布局⑧，使它们相

辅相成，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合力，有效提升

海洋公共外交的效果。 当然，这些行为体在海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３ 页。

Ｆａｌｋ Ｈａｒｔｉｇ， “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６５５－６８０．

杨剑：“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太平

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５ 页。
“中国海军第 ３１ 批护航编队启航 致敬护航十周年”，新

华网，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１８－１２ ／
０９ ／ ｃ＿１２１００１１６５６．ｈｔｍ。

Ａｎｄｒｅｗ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ｉ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 Ｃｈｉｎａ’ ｓ Ｂｌｕｅ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ｔｉｐｉｒａｃｙ，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５， ｐｐ．７１－９２．

张景全：“‘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政治研究”，
《人民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Ｓ１ 期，第 １１０ 页。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的演讲（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日内瓦）”，《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

事实上，参与海洋公共外交的行为体可以非常多元，甚至

包括侨民。 国内已有个别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如探讨通过侨务

公共外交打造“情感共同体”的海丝建设思路，参见谢婷婷：“侨务

公共外交在海丝建设中的实践策略———以华商为例”，《太平洋学

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但从政策意义和执行力角度来看，政府部

门、沿海城市、中央企业、主流媒体和智库机构形成的“五位一体”
主体布局更便于在顶层设计之下开展中国海洋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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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公共外交中也应有所侧重，如沿海城市、中央

企业要着力加强国际海洋合作，主流媒体要着

力引导涉海国际舆论、提升中国的海洋形象，智
库机构则要着力打造和传播中国特色的海洋话

语体系。

３．１　 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海洋公共外交

与其他行为体相比，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威

性和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也拥有更多可调配

的资源，这些是其开展海洋公共外交的优势。
在美国的海洋公共外交实践中，政府性主体也

是领头羊，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直接通过国际

会议、媒体、网络等平台落实公共外交意图①。
作为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首要主体，中国政府

部门也可依托多种手段开展海洋公共外交。
譬如，在依托涉海大型主场活动方面，中国

政府围绕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后举办了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以及世界妈祖海洋文化论坛等一

系列活动，对促进彼此理解、凝聚各方共识发挥

了重要作用。 由自然资源部、广东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 ２０１９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蓝色

机遇、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多家外国企业参

展，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要“促进海上互联互通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发展 ‘蓝色伙伴关

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面向世界涉海企业进行

的重要立场宣示。 以博览会、艺术节、国际论坛

为载体的海洋公共外交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海

洋交流和民心相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依托涉海教育项目方面，脱胎于“中国—

东盟绿色使者计划”的“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仅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间就举办了 ３６ 期面向发展中

国家的环保培训班，来自 ４８ 个国家的 ９００ 多名

环境官员来华学习；而据《绿色丝路使者三年行

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更多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的环境官员和研究人员有望参与计划。 不

少参加活动的外国环境官员纷纷“点赞”该计

划。②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海

洋法律与治理”高级研修班自 ２０１６ 年开班以来

广获好评，已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海洋治理领

域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机制化平台。 此外，
国家海洋局与教育部联合设立的“中国政府海

洋奖学金”旨在为环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青年来华攻读涉海专业研究

生学位提供资助。 这些计划或项目不只是人力

资源培训的国际平台，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

要场合，可以起到公共外交追求的“润物细无

声”的良好效果。
此外，援助外交往往占据人道主义的制高

点，利于援助国在受援国树立良好的形象。 以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斐济援助为例，随着斐济“北
望”政策的推行和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稳步推

进，中国援助不断增加。③ 这些援助不但改善了

斐方民生，也提升了中国在斐形象。 更为重要

的是，中国对斐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受

国际和地区风云变幻影响。④ 相比之下，以澳大

利亚为主的西方援助国在向一些太平洋岛国提

供援助时，不断强加所谓的“好的治理模式”、附
加所谓的“改革议程”，导致西方式援助在这些

国家愈加不受欢迎。⑤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

合作设想》中多次提到对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援助，如在应对海平面上

升、海岸侵蚀、海洋生态系统退化以及编制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对海

洋观测监测基础设施提供技术和设备援助。 各

种形式的对外援助将有助于在中国与受援国之

间架设一座座民心相通的桥梁。

３．２　 以沿海城市为主体的海洋公共外交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要“开展城市交流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白续辉、陈惠珍：“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兴起及其对南海

问题的影响”，《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 页。
“‘绿色丝路使者计划’获广泛认同 共同推进区域绿色发

展”， 央 广 网，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０４１５ ／ ｔ２０１９０４１５＿５２４５７７３８５．ｓｈｔｍｌ。

李德芳：“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

评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１ 页。
张永兴：“中国援助为南太平洋岛国带来实惠”，《经济参

考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第 ３ 版。
秦升：“超越‘竞争性援助’：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考”，《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
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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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

市”，“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 《“一带一

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也提出“中国政府鼓励

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等经济区和

沿海港口城市发挥地方特色，加大开放力度，深
化与沿线国的务实合作”。

依据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的共

建“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

道”“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
以及“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均以

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 因此，中国沿海城市

可以面向相关国家的沿海城市开展海洋公共外

交，助力蓝色经济通道的建设。 具体的形式包

括缔结友城关系，或在已有友城关系的基础上

深化双方在涉海经贸物流、科技人文等领域的

合作。 自 １９７３ 年中国天津与日本神户结成第

一对中外友城关系以来，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中国

已与 １３６ 个国家建立了 ２５６６ 对友城关系。 为了

构建更为广泛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一方面

要盘活大量处于静置或半静置状态的沿海友城

资源，或开发新的沿海友城资源，另一方面要善

于借力诸如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ＵＣＬＧ）
等影响力广泛的国际性城市组织，“争取参与

权、发言权和话语权”①，通过海洋合作议题的设

置引导世界城市间的涉海合作。
沿海城市开展海洋公共外交的另一个重要

方式是积极打造属于自己的涉海活动，并将其

机制化、品牌化。 譬如，深圳着力将中国海洋经

济博览会打造成“中国海洋第一展”，为建设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海口连续 １１ 年

举办中国（海南）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旨在搭

建一个国际性、高品质的海洋产业展览展示平

台；平潭自 ２０１９ 年起创办平潭国际海洋旅游与

休闲运动博览会，积极打造海洋旅游领域的国

际名片；宁波自 ２０１５ 年起连续举办海丝港口国

际合作论坛。 这类活动的多边性质有助于提升

公共外交的效能，在短时间内提高城市声誉、塑
造城市品牌，进而促进相互投资和人文交流。②

３．３　 以中央企业为主体的海洋公共外交

中国涉海央企是海洋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

体。 以央企参与对象国港口建设为例，因港口

建设往往牵涉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所以参与

港口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重大的海洋公共外

交实践，直接关系到两国关系的质量。 据统计，
过去十年间中国至少投资了 １８ 个国家的 ２５ 个

港口项目。③ 成功的港口建设和运营就是生动

的公共外交实践，有助于实现央企和东道国政

府的合作共赢，“促使双方期望得到帕累托改

进”④，继而为深化两国关系起到催化作用，当
然，也能助力中国塑造良好的国家声誉。 譬如，
中国海军在吉布提获建首个海外后勤保障基

地，与招商局集团积极参与吉布提港口建设和

为此“打前站”有密切关联。⑤ 再如，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的经营一度陷入危机，但中远海运集团

使其获得新生和突破性发展，短短几年间，该港

在全球集装箱港口排名中由中方接手之初的第

９３ 位一下子跃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第 ２８ 位。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希腊政府又批准了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

港港务局提交的总投资约 ６ 亿欧元的后续发展

规划，标志着中希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已经掀开。
在微观层面，“走出去”的涉海央企为了体

现企业社会责任，常采用“属地化的人力资源管

理”策略⑥。 策略实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外

交实践，展示了企业的社会担当，提升了企业在

当地的美誉度。 如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在尼日利亚承建的莱基深水港建成后将带动约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储斌、杨建英：“‘一带一路’视域下城市外交的动力、功
能与机制”，《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２ 页。

赵新利、任静文：“中国城市公共外交的研究与实践”，
《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９１ 页。

“日媒统计：过去十年，中国投资 １８ 国港口”，参考消息

网，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０２００１０７ ／ ２３９９５５８．ｓｈｔｍｌ。

黄凌云、郑淑芳、王珏：“‘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投资企

业的合作共赢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管理评论》，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０ 页。

孙德刚：“中国港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２６ 页。
祝继高、王谊汤、谷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研究———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和反应性社会责任的视

角”，《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１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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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万当地人就业；招商局集团在吉布提投资的

自贸区将为当地创造 １０ 万个就业机会，占该国

可就业人口的六分之一。 此外，涉海企业在当

地举办的社会公益活动更是“赢得人心”的公共

外交之举。 例如，招商局集团在吉布提开展了

系列民心工程，包括举办“共铸蓝色梦想———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优才计划”，捐助 ２００ 万美元

建设培训中心，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等。 吉布

提总统盖莱表示“对招商局在吉布提的工作充

分肯定”，称“招商局为吉布提国家进步做出重

要贡献”①。 赵启正曾说，每个中国人都是世界

阅读“中国读本”的一页。② 中国企业也不例外，
其在当地的社会担当也给全世界传递了中国作

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３．４　 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的海洋公共外交

媒体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的舆论扩散器。③

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的海洋公共外交在本质上是

战略性的涉海国际传播，旨在提升中国在海洋

领域的国际话语影响力，服务于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全球传播。 常态情境下的做法是利用

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以对方喜闻乐

见的方式，把中国海洋战略的和平性和防御性

说清楚，把海上合作设想中的丝路精神传递出

去，把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包容精神传播出去，
把中国在涉海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历史和法理依

据传播出去。 为此，应鼓励重要的门户网站开

辟更多的涉海专栏，加大对世界各国多语种涉

海节目的供给，让更多优秀的海洋文学和影视

作品“走出去”，甚至也可以选择拍摄专门的海

洋领域国家形象片。
在南海问题等敏感议题上，中国主流媒体经

常会面对危机情境。 朱锋提出，中美南海争议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心之一就是“舆论战”。④ 面

对海洋守成大国的舆论挑衅，作为海洋崛起国的

中国，其主流媒体要能在危机中发挥信息传播、
舆论引导功能，主动、及时发声，义正词严地表明

态度，并在危机后一段时间发挥形象修补功能。
然而，面向突发事件开展危机传播一直都是中国

媒体的短板。 一个受政府资助的国家形象设计

项目发现：中国媒体不知道如何在突发事件的报

道中做到积极主动；在中国开始宣传时，西方媒

体早已将其偏见融入其中。⑤ 因此，中国主流媒

体要善于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不断提升自己

的危机传播能力，学会在危机中掌控话语权，化
“危”为“安”甚至化“危”为“机”。 在一些特定

的危机情境中，优秀的媒体记者甚至还可以临

时扮演外交官、调停者的角色，进行所谓的“媒
体经纪人外交”（ｍｅｄｉａ－ｂｒｏｋ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⑥ 从

这个角度看，海洋公共外交对中国的媒体机构

及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３．５　 以智库机构为主体的海洋公共外交

涉海智库机构也是开展海洋公共外交的重

要力量。 在知识体系方面，涉海智库具有的专

业性特征，有助于与各国涉海机构进行对接，同
时也赋予智库以较强的公信力，在说服受众方

面有特殊作用⑦，因此，涉海智库在讲清楚海洋

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方面，具
有比其他行为体更为独特的优势。 此外，现有

涉海智库还具有政治可靠性强的特征，因此可

通过“政策指引、研究议题分配、活动指导或任

务委托”等方式让智库成为实施海洋公共外交

的重要依托。⑧ 事实上，一些涉海智库在公共外

交方面颇为活跃。 以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招商局与吉布提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及捐赠协议”，招商

局官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ｍｈｋ． ｃｏｍ ／ ｍａｉｎ ／ ａ ／ ２０１７ ／
ｋ２５ ／ ａ３４８５１＿３４９４９．ｓｈｔｍｌ。

赵启正：“公共外交需要多方协同”，载陈雪飞主编：《变
革中的世界与新时代公共外交能力建设》，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

版，第 ８ 页。
王莉丽：“‘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国人民

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０ 页。
朱锋：“击破美国‘炮舰外交’不能单靠军事”，环球网，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ＪＵｑｇＸ。

孙皖宁：“借船出海：中国媒体‘走出去’战略背后的公共

话语”，《全球传媒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 页。
Ｅｙｔａｎ Ｇｉｌｂｏ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ｇ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２， ２００１，
ｐｐ．１－２８．

王莉丽：“智库公共外交：概念、功能、机制与模式”，《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０ 页。

白续辉、陈惠珍：“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兴起及其对南海

问题的影响”，《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２１ 页。



第 ７ 期　 陈　 杰：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海洋公共外交

同创新中心为例，该中心以学术为纽带，通过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开展海洋公

共外交。 如定期邀请国外南海研究方面的知名

学者做客“南海论坛”，邀请国外高层次官员到

访中心开展深入交流；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韩
国东亚基金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

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二轨对

话尝试政策沟通，通过设立合作项目掌握南海研

究的国际动态，此外还联合举办“中新南海对话

会”“中日关系与亚太海洋安全秩序”“东亚海洋

秩序与安全”等国际会议。①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

中心成功主办了“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
国际智库论坛”。 论坛宣布成立“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智库网络”，打造“合作研究、信息

分享的跨国知识共同体”，这将为中国智库开展

海洋公共外交提供一个重要的多边平台。
智库在开展具体的海洋公共外交活动时，要

尤其注重打造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但又融通中

外的海洋话语体系。 目前，中国海洋战略在国际

层面常面临“被建构”的境遇。 如美国太平洋司

令部（现更名为“印太司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

丽莎·托宾（Ｌｉｚａ Ｔｏｂｉｎ）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

海洋战略中的重要概念和表述进行了文本分

析，表明其目的是“为美国决策者和国家安全专

业人士提供一系列更准确、更有力的术语解读，
便于他们与中国同行就海洋问题进行接触”②；
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研究员瑞

安·马丁森（Ｒｙ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ｓｏｎ）则对中国海洋战

略从决策到实施以及学术咨政体系进行了分

析③。 尽管两位研究者均有在华学习经历，但中

国涉海智库作为中国海洋思想和海洋话语的“集
散中心”，应在国际上掌握涉华海洋话语建构的

主动权，通过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学术发

表以及国际媒体亮相发声，将中国特色的海洋话

语体系传播出去，实现“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

四、结　 语

海洋是“流动的连续整体”，这注定海洋问

题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同样，海洋发展也不再是单纯的海上军事力量

的发展，而是牵涉多个领域的复合体④。 应该

说，中国海洋公共外交在服务于海洋命运共同

体构建方面，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宽广的实

践空间。 然而，中国海洋公共外交实践与研究

的现状与海洋的战略性特征严重不相称。 在海

洋公共外交实践方面，缺乏规划和协调的顶层

设计，对已有公共外交资源挖掘不够，在具体操

作上还处于“大写意”阶段，尚未向“工笔画”转
型。 在海洋公共外交研究方面，国内学界产出

严重不足。 但是，比这些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中国各个涉海行为体以及涉海研究界的公共外

交意识尚需进一步加强。 詹姆斯·帕门特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ｍｍｅｎｔ）指出，公共外交中存在“责任

意识”或“责任文化”，公共外交的政策执行者和

学者都需要加倍努力，把国家责任感和责任文

化融入未来的公共外交实践之中。⑤ 因此，中国

海洋公共外交迎来大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各个

海洋公共外交行为体要自觉拥有强烈的公共外

交责任意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中

国太平洋学会在第七届公共外交“北京论坛”上
成立“公共外交专业委员会”，其意义除了为中

国海洋公共外交研究搭建专业的交流平台外，
还将有助于激发或引导多元行为体公共外交责

任意识的培育。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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